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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夜 郎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d mainly about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ncept of "
Yelang Culture", regarded Yelang Culture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ocal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archaeology culture, and stressed to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and analyze this cultur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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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及概念，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区

分地方历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强调从不同的学科和方向全面立体地来研究分析该文化。
关键词：夜郎，夜郎文化

夜郎之名，始见于两千余年前的史志所载，而

“夜郎文化”一词的见诸文字，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
事。其间以贵州本土为主包括邻近省份部分地域内
的大批专家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
面、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体系，透过不同的视野，
对“夜郎”及“夜郎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审视和
探讨。更有一些地方组织和部门，把历史的夜郎与现
实的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赋予“夜郎文化”较多的诠
释和全新的内涵。因此，在谈到夜郎文化的时候，多
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往往片面地强调夜郎文化某

一方面的属性，从而忽略了夜郎文化多元化的本质，

给正确理解和认识夜郎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
讨论如何寻找、识别、界定夜郎文化并将其古为今用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时，对“夜郎文化”概念
的充分研究和立体观察更显必然。这是一种科学的
方法和态度，亦是尊重客观实际的求实精神所需。
众所周知，“夜郎自大”实际是源于《史记·西南
夷列传》滇王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之典，而夜郎
侯随之亦然。也即是说滇王“自大”在前，夜郎侯“自
大”在后，只不过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及多方面的因
素，滇王自大渐不为人知，而“夜郎自大”则日益流
传开来，遂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成语。
无独有偶，“夜郎文化”的提出讨论和探索寻

求，也是在相邻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等文化的影
响下肇始发端的。由于周围的这些地方历史文化遗
存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像云南晋宁石寨山以滇王为

首的数十座滇王室贵族墓葬的发现以及随葬品中以

滇王印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滇文化色彩的大量青铜器

的面世；重庆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等地出土的巴
人船棺葬和以柳叶形剑为特征的巴式兵器的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尤其是其中的祭祀坑和蜀文化

特有的青铜兽面、青铜树枝、大型人面像、人头像等
代表性文物的发现，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当地的文

史各界暨学者文人，掀起了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

热潮，对弘扬中华文明，探索地域文化渊源，扩大地

方影响和知名度，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些
引人瞩目的地下发现和讨论热烈的学术氛围中，贵

州的社会、历史、民族、考古等各界也不甘寂寞，于是
立足自身的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也在“夜郎”的故土
上开始了对“夜郎文化”的艰辛探索和苦苦寻求。
纵观贵州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从时段上来看可

分为前夜郎文化、夜郎国文化和后夜郎文化三个大
的时间段。前夜郎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列入“大夜郎”
文化的范畴①，着重点在夜郎立国之前，其上限可追

溯至春秋时期，核心问题是夜郎文化的起源和发祥

地，多围绕有关古牂牁国的主题来进行；后夜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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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是指夜郎国灭亡之后有关夜郎文化的后续

影响以及此后在不同时期设立的夜郎行政区域和以

夜郎所命名的地点等等。前、后两段实际也就是讨论
夜郎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而关键的中心议题———
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夜郎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形态等，则集中在了史料所载
的夜郎国存亡的时空范畴内，即狭义的夜郎文化抑

或夜郎国文化。其起讫标志上限是夜郎作为一个地
方政权的出现，有据可查最早的记载为战国晚期楚

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伐夜郎，以此得

知夜郎当在此之前即已存在；而夜郎政权的最终覆

灭，则是汉成帝河平年间由于夜郎王兴不服从汉王

朝的管辖，与周围的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兵戎相
见，被汉遣牂牁太守陈立诛杀，并将欲举兵复仇的兴

之妻父翁指斩首，至此夜郎不存。
在具体的讨论过程中，根据研究的材料和对象，

对夜郎文化的探讨大致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

期。前一阶段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限，当时虽然在
多种因素的助推下讨论得热火朝天，不乏参与的激

情及大量形成文字的成果，但囿于考古学材料的匮

乏以及考古学界的积极介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纸

上谈兵的模式，除了少数的文章外，几乎所有的讨论

都立足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
志》等几部有关史籍对夜郎相对模糊和极其有限的
文字描述上，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夜郎的中心

和都邑位于何处、疆域范围的四界及大小、夜郎的主
体民族是谁等等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名称地望的考

据上②。这种现象延续了一段时期,由于没有更多的
新材料、新观点作为支撑，便开始显得有点难以为
继。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地下考古材料的企盼和依

赖变得重要起来。
1995年，贵州省成立了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夜

郎文化专题考古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开启了

贵州夜郎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从这一时期起，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

了田野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和相关的资料信息上。
依据历史文献典籍的记载，通过考古学田野的

发掘收获，加上民族学的相关材料，在较短的时间范

围内，贵州又掀起了一波波“夜郎文化”研究的热
潮，对“夜郎文化”的认识也从史籍的只言片语延伸
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
科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和进展。但随着发现的
增多、工作的深入，对“夜郎文化”的理解和定性也

日见分歧，这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在考古

学领域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较多的考古同仁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以

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概念来看待和理解夜郎文化，
把夜郎文化视为考古学范畴中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

特征、分布于共同的地域、代表同一个时代的文化遗
迹和遗物的综合反映。在此前提下，鉴于地下出土文
物的局限、考古学田野上发现的相对偶然、有关文化
遗存的缺失湮灭、已获取的实物资料的辨析认定、所
掌握材料中包含的文化元素的未知因素以及不同文

化成分交融折射出的多元化特征等。使我们在寻找、
分析、判断研究对象是否具备“夜郎文化”的条件和
要素、能否代表一个已逝的古代历史文化时，产生了
较多的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贵州境内关于古夜郎国存续时期

（约在战国中晚期至两汉之交） 这一特定时空范围

内的考古发现，绝大部分分布于省会贵阳以西的贵

州西部地区，其中又以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和黔西南

自治州为遗存相对集中和遗物发现较多的地点。
历年来经过发掘和试掘并被学界同仁普遍认为

与夜郎文化有一定关连的遗址及墓葬，比较集中和

有代表性的也仅局限于毕节地区的赫章可乐、威宁
中水和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三地③。
从这三个地方所见的遗迹遗物观察，其中包含

的并非是一种而是几种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文化
因素：

一种是典型的汉文化，以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

两汉时期的汉式墓葬为代表，有砖室和土坑两种墓

型结构，随葬品中常见的陶器组合、五株钱、“张光
私印”等汉代遗物，无论从墓葬还是器物形制看，都
与中原地区汉墓相差无几④；

第二类是贵州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的渗透，突出

的有同期的“滇文化”和“巴”、“蜀”等文化的影
响。例如滇式蛇头形铜剑、鼓形铜釜、戈内上饰人物
图案的铜戈和大量的巴蜀式柳叶形剑等等⑤。
第三种是目前仅发现于贵州的一些地方文化因

素，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像赫章可乐墓地里用铜釜罩

在死者头上的“套头葬”、⑥威宁中水出土陶器上的
刻画符号⑦、普安铜鼓山出土的大量铸造青铜兵器和
小型工具的石范、陶模，带特殊刻符的铜钺、一字格
曲刃铜剑等⑧。
基于上述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对这些资料认识

的异同偏颇，贵州考古学界对有关夜郎文化的观点

和看法也产生了几种迥然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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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见解：

1. “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观点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根据文献资料
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
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
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

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
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

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

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
蜀文化不同的文化。”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
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

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
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
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我们将其定
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⑨”。

2. 夜郎民族墓葬的观点
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该书
第四章“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一节，
明确提出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发掘出的战

国秦汉墓是“夜郎”墓，认为“赫章威宁‘夜郎墓’
的发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

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发掘的都是小型
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⑩”

2000年元月，《考古》杂志社组织举办“中国考
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2001”。会上讨论了“赫章可
乐夜郎民族墓葬的时代序列，墓葬中人骨架保存情

况，四种形式的‘套头葬’的演变关系，以及这组形
制及纹饰独特的青铜器的分布状况和产地问题”。
再一次将贵州发现的有关考古材料定性为“夜郎民
族墓葬”輥輯訛。

3. “夜郎”及“夜郎旁小邑”的看法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考古学上关于‘文
化’命名的原则和有关‘夜郎’历史的记载，我们认
为‘夜郎文化’，是指从战国时期‘夜郎’的出现起，
到西汉末年‘夜郎王兴’被杀止。在这数百年的时间
内，‘夜郎’地区存在着一种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古
代文化。”同时认为：“夜郎还有很多的‘旁小邑’，
这些所谓的‘旁小邑’，他们的文化，可能与‘夜郎
文化’区别不大，因之暂时都叫它们做 ‘夜郎文
化’。据此观点，认为已发表的有关文物应“看作夜
郎文物”，包括“夜郎旁小邑”的文物，也应“暂统于
夜郎文物中輥輰訛”

4. “夜郎时期文化遗存”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应该把地域文化关系上的“夜郎
国文化”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夜郎文化”分开来，
在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上，应该持慎重的态度，目前

“贵州所有已发现的夜郎时期考古遗存，无疑是研
究夜郎历史十分重要的资料，但都不能简单化地就

直接定义为夜郎文化，也不能定义为所谓夜郎文化

的不同类型。”目前宜名之为“夜郎时期地方民族文
化遗存”或“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点的考古遗存”輥輱訛。

5. 全盘肯定与否定的观点
全盘肯定者不仅以目前有限的材料构筑起一个

完整的考古学文化上的夜郎文化体系，甚至为充分

论证自己的观点，更进一步利用几个遗址、墓葬之间
出土遗物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代替考古学文化类型

中器物群之间质的区别，甚而还炮制出几个不同的

所谓夜郎文化的“地方文化类型”，此虽然是极个别
的意见，也遭到众多研究人员的反对，但负面影响不

可小视。
全面否定“夜郎文化”的观点则认为，现在还没
有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夜郎文化的存在，要

通过考古学来确立“夜郎文化”，除需要更多、更充
分的考古材料外，甚至最好还要有夜郎国都城的遗

址、夜郎王的金印等等一系列能直接证明夜郎文化
存在的物质依据，否则就不能认同夜郎文化，不能提

夜郎文化。这理由固然充分，但并不现实。因为夜郎
国的城址可能早已毁损泯灭，夜郎王的金印也许早

已不存，或永远不能被发现。但这并不能否定夜郎文
化的客观存在，而改变夜郎文化曾经辉煌于世的历

史事实。
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夜郎文化”，

应该只是夜郎精神物质文化遗存彰显于世的一个侧

面，而不是其全貌。所以不能以考古学的概念来理解
和看待多元的夜郎文化，更不能因还没有发现直接

有力的证据、还没有找到典型的夜郎文化遗址和墓
葬或者夜郎政权的中心都邑等就不谈甚至否定夜郎

文化。夜郎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并不以能否
保留下来以及是否为我们所发现而决定取舍。固有
的考古学文化的建立和命名，是源于我们对所发现

的对象缺乏认识的基础上用归纳法提取其代表性特

征而得出的，因而常常只能用首个遗址的地名来命

名，如“大溪文化”即是首先在巫山县大溪镇瞿塘峡
东口长江南岸与大溪河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发现而

命名，“龙山文化”则是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
崖首次发现而得名。但对于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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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史有所载、族可溯源的夜郎主体民族缔造的物
质与精神文化遗存，不管它是否因社会或自然的因

素能否传存下来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发现、揭示和认
识，它都客观存在于历史时空范畴内。例如巴蜀文化
的提出，早在建国前就已有学者正式命名，但由于发

现的材料有限，长期不被学术界认可，直到建国后有

关遗址墓葬的相继发掘发现，该文化命名才逐渐广

为接受，再加上引起轰动的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
桥、金沙遗址等一批重要遗存的发现，现在已没有任
何人对这一历史地域文化概念执异议，只是随着工

作和研究的深入进展，已将“巴”与“蜀”两个文化
圈分别开来。所以，不能以考古发现的先决条件作要
素来看待和命名夜郎文化，而是要正视、承认这一历
史客观事实，科学地来考察和探讨它的外延和内涵。
夜朗文化不管我们是否能发现和揭示，它都是历史

的曾经、诞生相关文化元素的母体、两千年前在夜朗
故地上的演绎。
如此说，并非否定考古学在夜郎文化研究中的

地位和作用，我们只是籍此区别和澄清考古学文化

与夜郎整体文化概念上的从属与异同关系。相反，在
寻找夜郎文化的过程中，囿于文字资料记载的简芜，

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手段和条件的局限，考古学田野

工作方法的介入、考古学研究手段的运用，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工作进程的快慢，决定了对夜郎

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正因为建国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田野考

古工作中的辛勤努力，使我们不断地从地下埋藏的

实物资料中获取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有了日积月

累逐渐丰富的发现，在辨析夜郎文化因素时有了可

资借鉴的标本，对研究夜郎文化勾勒出了一个大致

的轮廓。
实际上，不管我们怎样看待，客观存在的事实是

不会发生改变的，有所不同的只是我们主观认识上

的偏颇。夜郎文化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这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赞同学术
上的畅所欲言甚至交锋争论，欢迎有不同的见解提

出探讨，允许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存，这些，都是为

了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促进学术的繁荣，以期通过

不同的认识逐步向同一的目标靠拢。
正是由于不断深入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交锋，夜

郎文化离我们似乎渐行渐近，轮廓变得日益清晰，一

个多元、立体、多侧面、多层次结构的夜郎文化，正在
我们面前拨开一团团迷雾，逐步显露出其真实的面

容。

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夜郎文化是一种物质性

的文化遗存，具体体现在相关的遗迹遗物诸如遗址、
墓葬、城池、房屋、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等方
面，通过对其代表性特征的提炼概括，揭示出该文化

的具体内涵，故在未能取得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时，难以得出定论。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具体个
案的分析，对个别特征的认定。如贵州赫章可乐用铜
釜罩在死者头部的独特葬式，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

中就从未发现，可视为这一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代

表性特征。
而从民族学意义上来观察，夜郎文化则是一个

典型的族文化，是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包括“夜郎
旁小邑”民族在内的地方少数民族缔造的民族物质
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民族学对“夜郎文化”的
探讨，首先是基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在借

鉴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材料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夜
郎文化的缔造者即夜郎民族的族属族源、民族文化
特征、社会组织结构、精神物质文化遗存等等。
从历史学的角度去分析，夜郎文化则可视为在

特定的时空范畴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一段兴衰
史。它以历史地理、史料文献为框架，融合其他相关
学科的学术成果，重点考据关于夜郎国的建制沿革、
疆域地望、政治军事、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是对战
国秦汉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夜郎地方政权的全方

位探索。
撇开学科上的各有所重，从其他的各个方面来

看，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结构也是多层面的。
从地域上看，夜郎文化涉及的范围有宽有窄。狭

义的夜郎文化区域仅指夜郎国统辖的范围，大体在

今黔西北及滇东北一带；而广义的大夜郎文化圈，则

包含了现在的滇黔渝楚桂及相邻地区，可以说完全

不是一个概念。
从年代上看，夜郎文化影响的时间有长有短。夜

郎国的诞生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汉成帝河平年

间，约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但对于一个文化的产生
消亡而言，不会就这么简单，其源与流都有一个发展

阶段和延续过程，夜郎文化的形成肯定经历了其建

立君国前的漫长时期，并且它的文化影响也不会随

着其政权的倾覆就立刻灰飞烟灭，一定会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来。
从表象上看，夜郎文化的特征也有强有弱。在其

个性强烈的方面，夜郎民族文化的风格特点可以展

露无遗，而当其与其他相邻文化发生交流融合时，这

种相互间的影响造成的多文化因素就会使其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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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了浮雕的表现手法，将庐山秀丽的气势艺术再现

在浮雕瓷板上。二是工艺性，体现在工艺上有重大突破。在
当时物质及技术条件下，用柴窑烧制如此大规格的堆雕

瓷，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是上个世纪 50年代末柴窑烧制的
大突破，其原料配方和成型制作上也是重大突破。三是历
史性，体现在作品是特定的年代创作。参与者蔡寿生等都
是业内顶尖高手。“历史不可再创造”，凝聚了一大批老陶
瓷艺术家的心血、智慧，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精神。四
是供求性，“物以稀为贵”，该作品作者大都已经去世，属
于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存世作品。作品集艺术性、工艺
性、历史性于一体，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堪称国宝级
的雕塑珍品。

近几年来，庐山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继续保护挖掘庐

山文化遗产，力求将庐山深厚的文化内涵尽善尽美地奉献

给中外游客。征集庐山风光浮雕瓷板四条屏就是其重大举
措之一，既丰富了庐山文化内涵又传承了历史。今天，庐山
风光浮雕瓷板四条屏静静地立在庐山博物馆的展厅里，接

待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承载着宣传庐山文化、宣传景德镇
传统瓷雕工艺的双重使命，这也许是它最好的归属地和价

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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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弱化。
从结构上看，夜郎文化的组成可以是一个核心

族文化，也可以是一个政权模式的集中反映，还可以

是在一定范围内若干个族群或旁小邑的集合体。
从内涵上看，夜郎文化的概念亦有广有狭，其间

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分划与界定，不同时空条件下不

尽相同的文化层面。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说明我们所面对的

“夜郎文化”，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多元结构，不能用
单一的眼光来看待，更不能固执己见，以偏概全，用

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的研究取代整体的分析，而应

着眼全局，在大的框架下做好具体的每一步工作，为

正确理解和全面认识“夜郎文化”作出自己的一份
努力，争取将古夜郎的真实面貌展现于今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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